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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的文學？誰的歷史？
──日據末期台灣文壇主體與歷史詮釋之爭
柳書琴
一、前言
日據末期的文學主體與歷史詮釋之爭，從「外地文學」與「台
灣文學」的較勁，「糞現實主義」之爭，到「皇民文學」的誕生；
各階段爭奪環環相扣，高潮迭起，而於「皇民文學」現象誕生之際
達到高峰。因此，「皇民文學」堪稱日據末期台灣文壇的特異現象。
「皇民文學」現有研究，在台灣研究者方面，或基於民族主義
與主體建構關懷，或基於殖民政治史、精神史研究框架，或企圖藉
後殖民／後帝國研究開發超越性視野；在日本研究者方面則展現出
跨時代者之戰後觀點到戰後各世代觀點之間的變異，可謂不一而
足。論者不僅各自說法，甚至交相辯論，在 1990 年代後期，此一議
題在台灣的學術討論更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1表面上「皇民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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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民文學」問題，由於牽涉敏感之民族立場與身份認同問題，戰後頗長時間
被視為禁忌，甚至被特意漠視。70 年代後期台灣文學研究日趨蓬勃，此一問
題才重新被提出來討論；90 年代中後期台灣社會對認同政治、主體建構等課
題的關注，更使相關討論熱絡一時。近三十年來相關討論不遑枚舉。諸如，尾
崎秀樹、鍾肇政、葉石濤、張恆豪、王曉波、星名宏修、呂興昌、林瑞明、垂 3
的研究與討論在動機、立場、方法與結果上各有分殊，然而整體觀
之，除了少部分針對「皇民文學現象」產生的政治社會文化因素進
行結構性分析的論文以外，其他多數論者的分析模式與研究思維未
必有絕大差異。一言以蔽之，「是(不是)皇民作家？」、「是(不是)
皇民文學？」；也就是，作家創作中的政治性考量與文本中有意無
意流露的國族認同取向，被作為一種民族道德立場的外顯徵候，成
為了研究者追究的重點。因此儘管諸家論述雜然紛陳，評斷不一，
它們之間的根本差異，不過是在進行「是／不是」、「褒／貶」、
「單一認同／多元認同」等結果的判斷時，各有所憑、各有主張而
已。造成研究方向類型化的原因，自然與戰後研究者各自的社會族
群經驗、國族認同思維，以及 1990 年代興盛一時的台灣主體論述風
潮不無關係。
基於對既有文學史研究的反省與對未來文學史書寫的共同累
積，本稿也有意以「皇民文學」問題為中心，對文學史上此一爭議
課題進行再思索。不過相較於現有多數論議的追問，本文則希望致
力於勾勒「皇民文學」成為決戰時期文學典範的過程。筆者認為，
隱含於「是(不是)皇民作家？」、「是(不是)皇民文學？」等提問背
後的根本問題意識，無異將「皇民文學」當作一種肯定的、既存的
「歷史現象」，並以此一未經探究釐清的現象當作「分析概念」，
藉此檢驗相關文本的國族認同取向，從而適應論者各自預設的(民族)
立場，以進行知識形式的判定與褒貶。在「什麼是皇民文學」尚未
水千惠、呂正惠、張良澤、陳映真、曾健民、陳芳明、井手勇、中島利郎、張
誦聖、陳萬益、彭小妍、李文卿、王學玲、陳建忠、陳培豐、莫素微、王郁雯、
許麗芳、鄭明珠、許明珠、游勝冠、黃惠禎、王敬翔、許麗芳、賴婉玲、曾巧
雲、廖秋紅、姚蔓嬪……等人，以及不少中國大陸學者，均有相關研究或議論。
4經過充分討論之前，便進行「是(不是)皇民文學？」、「是(不是)皇
民作家？」的討論或判斷，其議論缺失不待贅言。
因此，與其將「皇民文學」當作一個分析概念，本稿寧將它當
作一個分析對象。換言之，筆者將追問「皇民文學」作為一種歷史
文化現象、文學統制原則，其出現之整體背景與經過如何？以及當
時文壇上舉足輕重的日／台文藝知識份子，在此過程中扮演的角色
及其與殖民統治機器不同的距離與關係。與拙論直接相關的研究，
前此曾有井手勇的精采論述2，但是他較著重於皇民文學之定義與類
型探討，對於皇民文學此一文學現象「非自然」的「人為製作與官
方介入」之性質，及其背後牽涉到的戰爭期官／民文化運動不同立
場及不同族裔文學勢力之間的緊張關係，則未予指出。因此，筆者
希望從台灣戰時文壇有關文學主體與歷史詮釋的爭奪現象中，觀察
皇民文學「製作與生產」的背景與過程，補充既有著重「定義探討」、
「類別判定」的皇民文學研究。基於此，本稿希望針對：(一)、戰時
文壇的質變與在台日人作家歷史意識的形成；(二)、台灣外地文學史
的詮釋變化；(三)、殖民地文學統制與文化詮釋的裂罅；(四)、皇民
文學的製作與生產等問題，逐一加以追溯。
筆者認為不釐清這些背景，無法深入掌握歷史現場中「皇民文
學」的基本性質。一旦「什麼是皇民文學」的基本定義飄浮，那麼
「是(不是)皇民作家？」、「是(不是)皇民文學？」，以及其他後續
討論，都不免受到戰後各國、各時期、各人不同意識型態與道德判
斷的後設影響而失去焦點。而未能注意「皇民文學」現象與戰時文
藝統制政策及殖民地歷史詮釋權爭奪之間的複雜關係，也就無法洞
2 井手勇《決戰時期台灣的日人作家與皇民文學》(台南：台南市立圖書館，2001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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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殖民地官方權力在收編／鬥爭民間文化運動的運作中，如何經常
性地隱蔽於民間文學團體的互鬥背後，以逸待勞，進行最後收割之
現象了。
二、戰時文壇的質變與在台日人作家歷史意識的形
成
戰時文學統制機構與在台日人作家倡導「皇民文學」的背景，
與蘆溝橋事變後文壇相異民族立場、文化想像及文藝理念的作家間
的競爭，脫不了關係。台灣戰時文壇3的最大特徵之一，即為台日人
作家文學勢力4的消長及與此同步產生的文學史意識的形成與領導
權爭奪。
以下從戰時文壇參與份子的變化談起，首先讓我們簡單回顧
1937 年以前台灣人作家與在台日人作家在文壇的表現，以及異民族
3 所謂「台灣戰時文壇」，乃廣泛指涉 1937 至 1945 年八年戰爭下的台灣文壇。
筆者很難找到適當詞彙賦予此一戰爭具體簡要的名稱，因為影響台灣文壇發
展的這八年戰事，實際包含了「中日戰爭」(1937-1945)、「二次世界大戰」
(1939-1945)等對象與規模重疊，卻又不盡相同的戰爭。日本帝國當時依戰爭
的不同階段發展，將之稱呼為「支那事變」(1937-1941)及「大東亞戰爭」
(1941-1945)。戰後日本知識人批判帶有濃厚帝國主義意識型態的「大東亞戰
爭」一詞，因此另有「十五年戰爭」(1931-1945)、「中日戰爭」、「太平洋戰爭」
等詞出現。參見，家永三郎《太平洋戦争》(東京：岩波書店，1977 年 4 月，
13 刷)；今村冬三《幻影解「大東亜戦争」》(福岡：葦書房，1989 年 12 月，2
刷)等書。
4 本文所謂的台日人文學勢力，乃指「在台日人作家」與「台灣作家」兩種異
民族文學勢力。「在台日人作家」包括日據時期旅台、居留或灣生(在台出生)
各類型、各世代作家。筆者認為，殖民地文學社群的分類雖未必以民族為分
野，但是異民族文學者在意識型態、文學理念、文藝主張、文化及國族認同
各方面，仍有其先天界限存在。在進行戰爭期文學研究時，這種差異尤需考
慮。
6文學勢力之間的互動情形。自日本占領台灣以來，日人作家所從事
的「殖民地文學」與台灣作家所從事的「台灣文學」，便為共存於
殖民地文壇的現象。除了漢詩文之外，由日人旅台者、文學者組成
的詩刊、俳句、短歌、綜合文藝等日文同人雜誌，在日本統治的五
十一年期間不絕如縷。1941 年台北帝大教授島田謹二(1901-1993)撰
寫〈台湾の文学的過現未〉(〈臺灣的文學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一
文時，將日本文學在台灣的「外地文學」發展，區分為如下三個時
期：
第一期，1895 至 1905 年，即日本占有台灣到日俄戰爭間的 10
年。
第二期，1906 至 1930 年，即日俄戰爭後到中日滿洲事變爆發前
的 25 年。
第三期，1931 年以後，即滿洲事變爆發後到該論文發表(1941
年)之際。
島田從語文因素進行考量認為：第一期由於台日文藝者擁有漢
詩文的共同素養、第三期由於殖民地日語共同語逐漸形成，台日文
藝份子間擁有「共同的文藝地盤」。5
以上兩時期台日文藝者是否如島田所言形成了「共同的文藝地
盤」呢？至少在 1940 年台灣文藝家協會成立前，並不盡然。我們可
以從 1941 年以前台灣文學與在台日人文學的發展，稍加考察。在台
日人文學(以下簡稱「日人文學」)，大正時期以前以俳句、短歌為主；
台灣人很少參與俳句雜誌，短歌雜誌及以漢詩文進行的交流唱酬則
5 參見，島田謹二〈台湾の文学的過現未〉，《文藝台灣》2：2，1941 年 5 月。
島田認為，第二期由於日人作家的漢文素養逐漸喪失，外地文學發展成以俳
句、短歌、詩、小說各部門為中心的日人作家同人雜誌，台日人士較無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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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譬如，以持續發行到日據後期、全台規模最大的短歌雜誌
《あらたま》(《新玉》)為例，該刊擁有最多台灣人，但是在 1935
全年發表作品者 200 人左右之中，台灣人只有 9 名。6一般而言，台
灣人參與日人作家主辦的文藝雜誌，仍以 20、30 年代以後的現代文
藝雜誌居多。在台日人現代文藝興起甚晚，1922 年左右受到日本中
央文壇的影響，詩及小說等領域才逐漸興起。現代詩方面，1922 年
後藤大治發行《熱帶詩人》，到 1926 年 12 月他組織「台灣詩人組
合」網羅詩壇活躍者 33 名人士參與期間，曾被日據時期文藝評論者
視為外地詩壇的「黃金時代」；小說方面，從 1924 年西川滿等台北
一中畢業生們首次發行以小說為主的文藝誌《櫻草》，到 1927 年台
灣第一本高校生純文學刊物《足跡》誕生期間，青年學生帶動在台
日本文藝界現代文藝風氣，並從中誕生了 40 年代外地文壇領航者西
川滿、濱田隼雄等人物。7但是在現代文藝雜誌中，台人作家的參與
也有限。譬如，1926 年「台灣詩人組合」32 名詩人成員中，就只有
徐富、吳滄沛兩位台灣人。8
稍晚，在 20 年代後期到 30 年代初期發展起來的日人文學另一
系統，即在台日人普羅文學運動者主導的文藝運動9之中，台日人文
6 參見，橋本恭子〈島田謹二《華麗島文學志》研究─以「外地文學論」為中
心〉(新竹：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3 年 1 月)，頁 74；另參見〈關
於島田謹二《華麗島文學志》的研究對象〉，收錄於《後殖民主義：臺灣與日
本論文集》(台北：台灣大學日本語文學系，2002 年 8 月)，頁 135-159。
7 參見，井手勇《決戰時期台灣的日人作家與皇民文學》，前揭書，頁 23-25。
8 參見，志馬陸平(中山侑)〈青年と台湾：文学運動の変遷(2)〉，《台灣時報》
1936 年 11 月號，頁 112。井手勇《決戰時期台灣的日人作家與皇民文學》，
前揭書頁 23，誤記為 33 位。
9 在台日本知識青年受到昭和初期日本中央文壇另一股文藝思潮─普羅文藝思
潮的影響，於 1927 年前後以台北高校學生為中心組織「社會科學研究會」創
8學者的交流情況稍好一些。1927 年前後起活躍於台灣左翼文藝運動
的進步青年藤原泉三郎，與井手薰、上清哉等人於 1931 年成立類似
「全日本無產者藝術聯盟」(簡稱「NAPF」，「納普」)的組織，招募
到 39 名會員，其中有 10 名台灣人。同年 6 月他們成立「台灣文藝
作家協會」，發行《台灣文學》雜誌，成員除了在台日人進步份子
之外，也包括王詩琅、張維賢、周合源等台灣文藝青年。研究者松
永正義對台日文藝者在普羅文學旗幟下的平等集結，曾予「這是名
符其實的交流」之評價。10不過該刊發行期間持續被禁、次年團體便
告瓦解，雖然少數成員往後仍繼續參與楊逵主辦的《台灣新文學》
雜誌，但是可以想見在組織與活動均相當受制的左翼文藝運動中，
台日文藝者的交流規模其實也無法過於高估。
在以台灣作家為主體的台灣新文學的方面，其發展與日台文藝
人士的交流情形又是如何呢？眾所周知，20 年代初期萌芽的台灣新
文學運動，經過 10 餘年島內外的發展，在 1934-1937 年《台灣文藝》
與《台灣新文學》發刊期間(特別是 1935 年冬到 1936 年秋之間的發行
重疊期間)，臻於鼎盛。一時間作家輩出，各項文學議題討論熱烈。
此時，「台灣文藝聯盟」(簡稱「文聯」)在南北各地及東京設立支部，
推動文藝、演劇及其他各種活動，東京支部同人更藉環境之便與日
本左翼文壇及中國旅日左翼文藝團體「中國左聯東京支部」，進行
辦的《プロ文芸》。《プロ文芸》被禁後，其中活躍份子藤原泉三郎等人於 1929
發行《無軌道時代》，並且在台北高校內設立左翼讀書會，與台共中央委員、
文化協會、農民組織幹部保持聯繫。參見，志馬陸平〈青年と台湾：文学運
動の変遷(2)〉，前揭文，頁 113-114；井手勇《決戰時期台灣的日人作家與皇
民文學》，前揭書，頁 26-27。
10 參見，松永正義〈台湾の文学活動〉，岩波講座《近代日本と殖民地：文化の
中の殖民地》(日本：岩波書店，1993 年)，頁 216。另參見，柳書琴譯〈台
灣的文學活動〉，《當代》87，1993 年 7 月。
9
跨域交流。11《台灣新文學》雖從文聯脫退另起爐灶，仍秉持團結島
內作家、並與日本(左派)作家聯結的路線，因此也曾吸引藤原泉三
郎、藤野雄士、田中保男、高橋正雄、黑木謳子、河崎寬康……等
在台日人作家參與撰稿及編輯等工作。儘管《台灣文藝》與《台灣
新文學》 中不乏日人作家的新文藝作品，但是根據河原功統計，即
使在幾乎網羅了全台文藝工作者的「台灣文藝家聯盟」(參與者或同
好者逾 400 名)中，日本人也不到 70 名，僅占其中的 17%。12由此可
見，在台灣新文學運動這一方面，參與份子也以台灣人為主，在台
日人仍止於點綴性的存在。
1930 年代中期在台日人文學者對當時文藝界的觀察，也反映如
此現象。譬如，參與《台灣新文學》、對台灣新文學運動抱持友好
態度的河崎寬康就認為：
總而言之，內地人的文學活動，不是以廣泛的全島大眾為對
象，連少數的內地人之間也沒有什麼地盤，不外是極少數團
體自我滿足的表現罷了，根本談不上其藝術評價如何。但一
旦離開內地人的文學而踏進本島人的領域裡，我們會看到很
多問題而興致勃勃。那裡，於文化上所有的領域都洋溢著追
求飛躍發展的民族熱忱與幹勁。(中略)我們敢於斷言，台灣文
11 參見，柳書琴〈臺灣文學的邊緣戰鬥：跨域左翼文學運動中的旅日作家〉(《臺
灣文學研究雧刊》第三期，2007 年 5 月)，頁 51-84。
12 河原功《台湾新文学運動の展開》(東京：研文出版，1997年11月)，頁215-216。
10
學的主流在此，而內地人文學者當中，年輕的及優秀的部分
將會與之匯合。13
如上所引，河崎氏給予台灣新文學運動高度的肯定與支持，卻
強烈批評隔絕於殖民地社會及文壇之外、缺乏文化運動意識的在台
日人文學。
不過，另一位站在統治者立場進行觀察的日人評論者(高等法院
檢查局通譯)東方孝義，則有不同意見。東方孝義〈台湾習俗－本島
人の文学〉系列文章中，曾有一回從文壇、創作、評論各方面對 1934
到 1936 年間台灣新文學運動加以介紹。他認為：台灣新文學運動的
興起與日本教育造成台灣知識階層的擴大有關，此外大戰後自由平
等思想、民族自決、階級鬥爭等思潮的影響，也不能忽視。新時代
產生新文化，新的文化創造新的文學，台灣的新文學運動也就是在
「本島人生活的變遷與進步」下所造成的「新時代的產物」，在此一
觀點上評價台灣新文學「風起雲湧」的發展，是值得高興和肯定的。
但是就另一方面觀之，新文學自 20 年代開始便帶有反帝的思想運動
特質，30 年代藉由文藝大眾化或大眾文學等主張，進而企圖普及中
國白話文、台灣話文，以號召大眾，這一點卻是統治當局應該加以
注意的。14
東方孝義對於新文學運動的反帝性格，以及新文學形式下持續
涵養的民族認同，帶有警覺性與敵意，這一點和與台灣作家親近的
13 河崎寬康〈台湾の文化に関する覚書〉，《台灣時報》，1936 年 11 月號，頁 31。
譯文轉引自，井手勇《決戰時期台灣的日人作家與皇民文學》，前揭書，頁
29。
14 參見，東方孝義〈台湾習俗－本島人の文学〉，《台灣時報》1936 年 3 月號，
頁 4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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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崎寬康有所不同。但是很明顯地，30 年代蓬勃發展的台灣新文學
運動帶給在台日人文學人士某些焦慮，並促使他們想在行動上與之
合流或另有作為，這一點卻是相近的。
綜上討論，日據初期台日文藝者早已藉由漢詩文或短歌等傳統
文藝為媒介進行交流，1930 年以後則開始出現關心台灣新文學並實
際加入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在台日本文藝人士。但是，綜觀日人創作
在左、右派現代文藝領域的發展情形，以及當時在台日人文學者的
文藝觀察意見，可以發現至少在 1937 年以前台灣的文壇中，以台灣
人作家書寫的台灣文學乃是主流，在台日人作家尚未積極介入，台、
日文學者彼此間的交流也相當有限，因此島田所謂的「共同文藝地
盤」其實是極其狹小薄弱的。此時日人作家與他們所從事的文學孤
懸於台灣文壇之外，日人文學者之間雖然不乏個別團體及活動，但
是尚未發展出以全島作為場域的文學想像，以及集體的文學運動與
文化意識，此時他們的角色在台灣文壇中無疑是邊緣性的。
這種情形在蘆溝橋事變爆發之後，卻有了根本性的改變。事變
爆發前後，由於漢文欄禁止、時局不安、新文學刊物因財務問題及
統治者禁壓相繼停刊等因素，台灣文學陷入空前低靡狀態。相反地，
日人作家為主的俳句、短歌、詩歌誌則在長時間的累積上持續發展，
而日趨繁盛。根據橋本恭子統計，1935-1938 年僅僅三年時間，便陸
續創刊了約 25 種的文藝雜誌，包含俳句、短歌、總合文藝、兒童文
學等，多采多姿15，而周華斌的研究亦指出短歌、俳句團體及刊物的
15 參見，橋本恭子〈島田謹二《華麗島文學志》研究─以「外地文學論」為中
心〉，前揭文，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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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盛，尤為突出。16關於台日人文藝活動不成比例的發展，顯示中日
戰事所牽動的島內情勢變化，對不同族裔文藝勢力的消長有顯著的
影響，時局性因素導致事變後殖民地文運的復甦，改由日人作家為
中心的詩歌誌及相關團體「台灣歌人俱樂部」(1938 年成立)、「台灣
詩人協會」(1939 年成立)為先導。1940 年西川滿等人團結島內台日
文藝人士及在台日人學術、文化精英，成立「台灣文藝家協會」，發
行綜合文藝雜誌《文藝台灣》，開啟了戰時文壇的蓬勃階段。此後，
直到 1941 年 5 月張文環等人從《文藝台灣》脫退另創《台灣文學》
雜誌之前，台灣新文學運動的人員、精神與傳統雖然在黃得時主編
的《台灣新民報》副刊上，以「新銳小說創作」特輯等活動勉強持
續，但是與事變前台灣文學諸雜誌與《台灣民報》系列報刊相互爭
鳴的景象相比，已相去甚遠。此外，在文藝議題的營造與文化批判
論述的領導上，也受到更多限制，整體文藝環境不可同日而語。
事變前在台日人作家及其文學只是文壇邊緣性的存在，事變後
到《台灣文學》創刊以前這種情形恰好逆轉。1941 年 5 月以前，台
灣作家成為台灣文壇的弱勢者、邊陲者，甚至不得不依附日人文藝
集團尋求發表空間。在 1940 年日人文藝勢力大幅成長，日人作家積
極參與文學議題之主導及文學結社之運作；加以漢文欄被禁、日文
成為殖民地文壇公共用語、本土新文學雜誌停刊，此消彼長，兩相
交錯之下，台日人共同語及共同團體、共同刊物等交流合作的前提
逐漸確立，「共同的文藝地盤」至此才有突破性的進展。
1936 年河崎、東方等人對台灣新文學之蓬勃發展抱持高度注
意；相反地，1941 年島田謹二僅側重在台日人文學之觀察，對台灣
16 參見，周華斌〈從敷島到華麗島的受容與變異─探討日據時期從日本到台灣
的短歌與俳句文學〉(台南：成功大學台文所碩士論文，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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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學無多在意，同時評價不高。這除了反映各人觀察興趣、研究
主體、評價角度與意識型態有別之外，日台文學勢力不同時點的消
長關係對評價行為造成的影響，也是不可忽略的。
1935 年以後，台灣文壇中出現了若干帶有整理與書寫文學史意
味，但尚未具備固定史觀或綿密史述之評論，這也是日台文學勢力
消長下，因應在台日人文藝勢力興起之現象與需求，所引發的變化
之一。值得注意的是，這類文章特別集中於殖民地藝文活動掌理機
關之一的台灣總督府情報部機關誌《台灣時報》上；因此，這種現
象除了是文藝領域內部不同群體勢力消長的結果之外，應該也反映
了統治階級文藝治理思維的某些變化。舉其代表者有：裏川大無〈台
湾雑誌興亡史〉(1935 年 2-3 月)；東方孝義〈台湾習俗－本島人の文
学〉(1935 年 2 月-1936 年 6 月)17；河崎寬康〈台湾の文化に関する覚
書〉(1936 年 1 月-3 月)；劉捷〈台湾文学の史的考察〉(1936 年 5-6
月)；龍造寺晉、王錦江等〈台湾文壇人物論〉系列四篇(1936 年 5 月
-8 月)18；志馬陸平(中山侑)〈青年と台湾：文学運動の変遷〉(1936
年 10 月-1937 年 1 月)等，以及島田謹二 1936 年到 1940 年代以「南
島文學志」、「華麗島文學志」、「外地文學」為名的系列外地文學研
究論文。以上各文章中，王錦江(王詩琅)對賴和的介紹；劉捷對台灣
新文學、通俗文學、民間文學、台灣演劇的介紹；以及東方孝義對
台灣傳統文學、民間文學、新文學的介紹，三篇都以台灣作家或台
灣人從事的文藝活動為主要書寫對象。河崎寬康一文則同時討論
17 稍早於 1932 年 9 月，還曾刊出尾崎秀真的〈台湾の詩社と詩人〉一文。
18 這四篇文章分別介紹了俳人山本孕江、歌人平井二郎、詩人後藤大治、小說
家賴和等，在各文藝領域具有領導人地位的作家。
14
台、日人雙方的文藝活動。除此之外，其餘各篇都以日人作家、日
人文藝活動為中心，極其偶爾才簡略旁及台灣作家及台灣文學。
在以日人作家、日人文藝活動的整理與討論為主體的文章中，
考察其內容可以發現，這些文論或流露基於理解統治對象進行調查
的政治企圖，或充滿統治民族日人中心、樂觀自負的史述。顯示日
人文學經過據台以後 40 餘年的發展與累積，到 1930 年代中後期由
於突然繁盛的發展，其成果不僅受到肯定注意，更且開始被「歷史
性」地進行評價與定位了。
外地文學史整理與書寫風氣背後反映的重大意義，包括統治集
團文藝治理概念從消極監控到積極運作的轉型，以及與在台日人作
家歷史／文學史意識的形成。如前所述，事變前在台日人作家的文
藝活動，或以同人之以文會友、親睦切磋為目的；或以攏絡台灣士
紳文人、促進台日知識份子親善交流為目標；或亦步亦趨追隨內地
中央文壇的發展。基本上，並無明確的集體文藝路線及殖民地文藝
主義之自覺，或在台日人文化使命感。這一點與集體文化意識鮮明，
如河崎寬康、東方孝義所稱「洋溢著追求飛躍發展的民族熱忱與幹
勁」、「帶有思想運動性格」的台灣新文學運動，有著明顯的不同。
但是在台日人文藝發展中這種欠缺集體文化意識、文藝運動性格不
顯著的情形，到了 1930 年代中期以後逐漸有所轉變。究其原因，應
該與對戰時在台日人文藝界影響頗大的帝大學者島田謹二之「外地
文學」論述，以及西川滿精力充沛的文學創作、編輯、出版活動，
其個人獨特的魅力、意志及努力，有相當大的關係。
三、從「台灣文學」到「外地文學」：文學史詮釋
的變化
15
如前所述，日台人文藝共同地盤的形成過程，存在著事變後殖
民地文學勢力消長的特殊政治、外交、社會背景，因此這個共同地
盤自始便潛藏了統治階級文藝人士與殖民地本土作家之間競爭與對
立的因子。伴隨在台日人作家歷史／文學史意識、集體文化使命感
同步產生的，自然也就是殖民地文學主體及歷史／文學史詮釋權的
爭奪問題。1935 年後出現的帶有文學史整理與書寫意味的諸文論
中，在台日人作家針對「台灣的文學」所進行的定義及內容探討，
預告了詮釋爭議時期的來臨。
在前述日人作家對台灣文藝運動的論述中，「在台日人文學」常
以「(在台)內地人的文學」(内地人の文学)」、「台灣的文學」(台湾の
文学)、「在台灣的文學」(台湾における文学)等詞作為同義辭，加以
混用。基本上，這些詞語乃相對於「本島人的文學」(本島人の文学)」、
「台灣新文學」(或「台灣文學」)、「日本文學」(或「內地文學」)
等詞而存在，雙方皆有固定的族裔與地理空間指涉，卻不具備特定、
統一的意識型態或文化階序。但是，約莫於 1935 年左右，西川滿開
始揭舉「南方文學」旗幟積極從事外地文藝運動，島田謹二系列的
「在台內地人文學」研究也以殖民地比較文學的框架啟動了起來；
此後「在台日人文學」一詞便逐漸被「南方文學」、「外地文學」等
具有特定文學、文化及政治意識型態的名詞取代，隱含優越性，同
時也增強了與此一詞彙相關的意識型態生產力及文化論述影響力。
以島田謹二為例，島田在 1936 年到 1940 年代初發表於《台灣
時報》、《台大文學》、《文藝台灣》的系列外地文學研究論文，在質
與量上均堪稱當時文學史整理與書寫風潮中的佼佼者。除了質量方
面突出之外，他將「台灣(的)文學」賦予明確定義，對在台日人集體
文化意識與文學史意識的確立與再發展，投下了劃期性的影響。
16
島田「在台內地人文學」研究，發軔於 1935 年左右，1936 年
10 月首次為文介紹在台內地人文學，此後陸續發表一些個別研究。
根據橋本恭子的研究，1938 年他以「外地文學」史觀為基礎的《華
麗島文學志》構想逐漸成形，同年 1 月他發表有關在台日人文學活
動的總論性文章〈南島文學志〉。該文後來被大幅修改並改題為〈台
湾の文学的過去に就ぃて〉(〈關於台灣的文學的過去〉，1940 年)，預
定作為日本領台五十年之際出版的《華麗島文学志》一書的緒論，
後來因為日本戰敗而未出版。島田在使用「台灣文學」、「台灣的文
學」、「外地文學」等詞時，曾審慎加以區隔。19其區別在〈南島文學
志〉有關「台灣文學」一詞的定義，以及〈台湾の文学的過去に就
ぃて〉等文中，可以約略看出。島田認為：所謂「外地文學」，亦即
「一個國家領有外地的時候，移民到外地者，或者成長於該地者，
以該地的自然與生活為素材，用國語所創作的文學」。20那麼，「台灣
文學」應該如何定義呢？他認為，以國民、國語為「國文學」基本
前提來檢視，「台灣文學」並不具有譬如日本、希臘、羅馬、英國、
法國等「國文學」的特性。他主張：
總之，這個詞意味著：(1)產生於「台灣」的「文學」；乃至
於(2)有關「台灣」的「文學」。不論從哪一方面來看，也就
是以「台灣」這塊土地的觀念為共通要素的文學現象的集合
19 參見，橋本恭子〈島田謹二《華麗島文學志》研究─以「外地文學論」為中
心〉，前揭文，頁 90-92。
20 引自，島田謹二〈台湾の文学的過去に就ぃて〉，《台灣時報》1940 年 1 月號，
頁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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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若站在今日學界普遍的「國民文學」的觀點來看，自然
也就包括了該被劃分為幾個國家的文學現象的內容。21
島田認為「台灣文學」是 16 世紀以來先後支配台灣的荷蘭、西
班牙、中國、日本等各國「國民」，以不同「國語」，在「同一塊土
地上生產出來的無相互關聯的文學現象」。22換言之，台灣文學是「各
國文學史的一延長」、「總之就是構成日本文學史、支那文學史、乃
至蘭西法英文學史一章的諸要素的混合體。」23
島田僅僅在〈南島文学志〉中使用「台灣文學」一詞，之後都
改用「台灣的文學」一詞。他似乎認為「台灣的文學」一詞較準確、
較無國文學或其他疑義。總之在島田眼下，「台灣文學」應該稱為「台
灣的文學」，它是各國「外地文學史」(島田視之為「殖民地文學」)
的雜匯，也就是由「支那文學在台灣」、「日本文學在台灣」、以及「X
X 文學在台灣」，共同構成的複合而又彼此互不相屬的文學混合體。
誠如橋本恭子所言，「島田如此的母國中心主義，無疑是立足於殖民
統治者之身份來觀察，亦即採取由內地(本國)看外地(台灣)的他者
態度。」24因此，她給島田如下評價：
島田開始系列研究之際，將「臺灣文學」分割為歷代殖民者
文學而劃歸各國文學史，因而抹殺了被殖民者本島人的主體
存在及其文學，這一點確實值得被批判。島田雖然希望由「比
較文學」的觀點超越秉承 19 世紀式意識型態的國文學研究，
21 引自，島田謹二〈南島文学志〉，《台灣時報》1938 年 1 月，頁 58。
22 同上註，頁 64。
23 同上註，頁 63。
24 引自，橋本恭子〈關於島田謹二《華麗島文學志》的研究對象〉，前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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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這個「比較文學」的觀點卻產生了對本島人在日本統
治的艱難困境下，透過新文學運動渴望站在臺灣人的立場建
構「臺灣文學」的成果毫無尊重的態度。同時，也因而忽視
了與反帝反殖民運動共同發展的新文學運動所萌芽的「臺灣
意識」。島田「比較文學」的觀點，一方面輕視他族的國族
主義，另一方面，隨著日中戰爭日益激化，皇民化的積極推
動，擺脫不了「我光榮的日本文學」的意識形態桎梏，最後
彷彿為加強日本帝國的國族主義而獻出「日本文學於臺灣」
的研究。25
島田殖民地文學雜燴式的「台灣文學」定義，與台灣新文學運
動者以「台灣人」為文學生產及書寫關懷之雙重主體，以「鄉土文
學」、「民族文學」、或者「社會主義民族文學」、「社會主義世界文學」
等概念推崇之、期許之的「台灣文學」26，兩者性質之天差地別，毋
庸贅言。那麼，島田的「台灣文學觀」與其他在台日人有何異同呢？
依橋本恭子的歸納，當時日本人對「台灣文學」的觀點似乎有兩種：
一類是將民族與語言鎖定為台灣人與台灣話，藉此探討台灣人的精
神生活者(例如，平澤丁東27)；另一類是以「台灣斯地」為唯一決定
因素，將不同國民、國語及其精神全數包含在內的文學(例如，東方
孝義、島田謹二)。她發現，東方孝義雖然也主張屬地主義，但是精
通台灣話的他與民謠研究者平澤丁東，多少能夠理解台灣漢人移民
25 同上註。
26 參見，柳書琴〈荊棘的道路：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新竹：清華
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2001 年 7 月)，頁 193-200。
27 平澤丁東曾著有《台湾の歌謡と名著物語》(臺北：晃文館)，該書於 1917 年
2 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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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的多重歷史，及在這個歷史過程中形成的不同於中國文學與日
本文學的「台灣文學」特有文化性格，因此他們對「台灣文學」的
認識和定義與島田便不盡相同。
吾人針對裏川大無、東方孝義、河崎寬康、中山侑等人上述文
章對「台灣文學」、「台灣的文學」、「在台灣的文學」一詞的用法稍
加考察，也能發現他們與島田謹二的不同。簡言之，當時多數日人
論者將「台灣文學」當作「本島人的文學」，並將它視為與「內地人
文學」共同存在的、「(在)台灣的文學」的一支。換言之，不管是否
予以正確認識或適當評價，1930 年代中期多數日人基本上承認「台
灣文學」有不同於在台日人文學的文藝傳承與文化主體存在。但是，
在島田成形於 1938 至 1940 年初期的詮釋體系中，台灣形同被描繪
為相異政權先後征服的無主之地，侵略征服者的道德責任未被追
問，反倒把殖民地視為文化空白之地，指稱台灣文學沒有主體性，
未曾發展出獨自內涵，不過是外來殖民文化共同拼組的綜合體罷
了。島田在對自身殖民者意識型態缺乏批判，同時亦未檢視其所借
鑑於法國殖民地研究之比較文學研究方法所隱含的殖民主義問題之
下，自信滿滿地揭舉的外地文學論述及台灣文學評價，儘管自認嚴
謹、懷抱學術理想，實則充滿了帝國主義意識型態的盲目思維與自
大想像。然而，很不幸地，出自帝大教授手筆、勤懇堆砌、貌似嚴
謹、系列產出的這些論述，很快便凌駕其他日人論者的論述與觀點，
成為影響 1940 年代在台日人作家文學觀的主流論述，並贏得諸如西
川滿(1908-1999)、濱田隼雄(1909-1973)28等文壇領導人及活躍者的援
用及複述。
28 島田是濱田東北大學的前輩，濱田就讀仙台二中時島田擔任英文老師。這些
情誼，加上濱田對島田強調寫實主義的外地文學主張的認同，使他在公開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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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 年西川滿從早稻田大學法文系畢業，返台進入台灣日日新
報社工作，次年促使《台灣日日新報》學藝欄重生，1938 年他因詩
誌《媽祖》及「媽祖書房」的詩誌編輯及文學出版事業，獲得日本
內地文藝雜誌《文藝汎論》頒與「詩業功勞賞」。返台前早已立志「樹
立南方文學」的他，在幾年日夜辛勤的努力獲得表揚之後，更加決
心要將南方文學的樹立視為個人責無旁貸的文藝使命，兢兢業業企
圖將它當作台灣文壇的“正確發展方向”，予以推動。29西川滿之所
以滿腔熱忱地獻身「南方文學」之樹立，與其身為「在台日人」特
有的族群(優越)意識與歷史(開創)想像有關。他曾說：
啊，不幸的少年時代呀！一直傻傻地以為臺灣沒有歷史的那
九年呀！應該要把自己居住的這塊土地的歷史，把自己居住
的這塊土地的文學，看得比什麼都重要，而我竟然是從法國
文學中學到這個道理的。我不知道還有其他哪個國家比法國
更尊重地方文化，如果不曾學過法國文學，我也許一輩子都
不可能對這個撫育我的臺灣產生興趣吧！想到這裡，我陶醉
在自己這份遲來的幸福之中。
啊！臺灣！你就是無限的歷史的寶庫，百花盛開的宗教藝
廊，未經琢磨的史界鑽石！啊，臺灣，你就是西歐與東洋文
動中推崇島田的文藝指導地位，私下積極吸收其外地文學理念，而推出〈公
園之圖〉、〈橫丁之圖〉等系列作品。參見，松尾直太《濱田隼雄研究─文學
創作於台灣(1940-1945)》(台南：台南市立圖書館，2007 年 12 月)，頁 98-106。
29 西川滿回顧當時，曾說道：「早上，上班到報社，下班，吃晚餐，隨後睡四個
小時左右，然後一直到天亮，幾乎每天忙著做什麼。(中略)。因為當時滿腔
熱忱地埋頭於樹立南方文學」，轉引自井手勇《決戰時期台灣的日人作家與皇
民文學》，前揭書，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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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融合的華麗島。我很高興我有幸住在臺灣，對值得開拓的
歷史，我心中湧出高昂的興致。30
上文顯示，身為在台二世的西川滿曾經透過法國殖民地文學之學習
越過自卑的自我文化身分認同障礙。「未經琢磨的史界鑽石」與「對
值得開拓的歷史湧出高昂興致」，則在在流露其思想中將台灣視為
「無主之地」、「空白書板」的殖民意識，及以此意識為基礎所衍生
的有關在台日人社會使命與文化負擔的想像。
當受到法國(殖民)文學啟示的西川滿為樹立南方文學積極行動
之際，恰逢島田謹二秉持高度使命感，以法國殖民地文學為其比較
文學參照體系，透過台灣殖民地文學之學術論述化，孜孜於在台日
人文學方向之建設與文學史之建構的時期。島田把「為台灣的作家
們指出台灣文學的方向性」、「探討今後在台灣的文學應該立志往什
麼方向發展」、「鼓勵有志於開創台灣獨特寫實主義系統文學的人」，
當作「我之素志」，努力提倡。31兩人具有相近的民族／歷史使命感
30 引自，西川滿〈歴史のある台湾〉，《台灣時報》，1938 年 2 月號，頁 66-67。
譯文轉引自，涂翠花譯〈隨筆──有歷史的臺灣〉，黃英哲主編《日治時期臺
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二冊(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 年 10
月)，頁 321。
31 島田在其系列論文中再三流露建立「外地文學」的使命感。譬如，〈台湾の文
学的過去に就ぃて〉一文，他表示他是在探討「今後在台灣的文學應該立志
往什麼方向發展」的企圖下撰寫該文；鼓勵作家用寫生的精神好好書寫華麗
島生活各方面，是「我的素志」、「我比什麼都來得期盼」。在〈台湾の文学的
過現未〉一文中，他也明白表示：「我們想鼓勵有志於開創台灣獨特寫實主義
系統文學的人」。島田除了在論文中積極提倡其理念之外，也透過文藝批評及
演講等行動，宣揚其理念。譬如，1940 年 4 月「台灣文藝家協會」設立小說
和詩的研究會時，負責人濱田隼雄為達成「加強會員的文學教養」、「就台灣
的文學今後應該走的方向給予會員指示」等目的，便邀請島田擔任第一回講
者，主題為法國外地小說的內容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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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文化想像，「外地文學」觀與「南方文學(南方的外地文學)」觀也
反映了同一種殖民地文學之概念，因此往後在台日人文學便在兩位
活躍者影響下，以「外地文學」理念為中心，逐漸形成集體性的文
藝路線與文化意識，並陸續推展出相應的文化論述與文藝改造行動。
在西川、島田的論述中，不論「南方文學」或「外地文學」，皆
摒除他民族文化傳統，漠視本土文藝累積，先驗性地揭示「日本／
北方／內地」為殖民地文學地理中心、指導中心、價值中心的政治
正確性。這種意識型態顯示，「台灣文學」的存在及其價值乃建立在
「日本的南方文學」、「大日本帝國外地文學的一支」等前提與階序
上。「南方文學」也好、「外地文學」也好，就其基本性質而言，不
外就是大日本帝國「在台灣的殖民文學」 (colonial literature in
Taiwan)。西川、島田等人用這些詞彙指涉的歷史及文學現象與「在
台日人文學」、「內地人的文學」、「(在)台灣的文學」等詞指稱的對象
及含括的內容並無二致；但是，日人作家中的意見領袖，有意識地、
系統性地鼓吹這些帶有政治正確與權力階序的專門用語，其意圖與
影響卻不容小覷。
首先，從「在台日人文學」、「內地人的文學」、「(在)台灣的文學」
到(日本帝國的)「南方文學」與「外地文學」，前後兩組之根本差異
在於是否意識、承認、並認同特定權力中心的存在，以及由此衍伸
出來的中心／邊陲關係。其次，「南方文學」、「外地文學」等名詞隱
含了空間與權力關係，其概念既建立在對權力主體及中心／邊陲位
階關係的認可上，因此也就蘊含了某些領土及文化圈的想像，並有
意以文化圈想像和緩帝國領土想像。第三，「南方文學」與「外地文
學」等概念指涉了延伸性的領土慾望，特別是大東亞領土慾望；故
而其蘊含的帝國領土階序及邊界想像，並非完成性的靜態結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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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高／低、中心／邊陲等位階關係，以及可以不斷分化外擴的
邊界想像，都富含殖民主義在文學場域指導、干預、擴散、輻射的
動能。
從「在台日人文學」、「內地人的文學」、「(在)台灣的文學」到「南
方文學」、「外地文學」，殖民文學史觀持續往帝國意識型態靠攏，其
結果是「南方文學」與「外地文學」等概念的影響力及指涉對象日
形擴大、日趨動態。它們不僅企圖取代作為當時台灣文化界領導場
域的「台灣文學」之主體位置，甚至企圖建立更大的遠景，也就是
以散佈於東南亞、南洋等更遼闊的南方外地文學貢獻於「大東亞文
學」的建設。
《文藝台灣》集團在日據末期對南方文學、外地文學，乃至皇
民文學、決戰文學的鼓吹，正應驗了這樣的結果。1940 年 1 月，日
人作家主導的「台灣文藝家協會」設立，發行機關誌《文藝台灣》。
創刊號上島田謹二發表〈外地文学研究の現状〉一文，借重印度支
那(包括今越南、寮國和柬埔寨三國)發展出的法國文學，積極提倡殖
民地文學。他將「外地文學」定義為「捕捉外地特異風物、描寫外
地生活者的特殊心理」的文學，並認為殖民地的文學乃從屬於母國
的文學，提供與母國文化不同的異國趣味，為母國文學注入新的風
格。32在此，不論是捕捉外地風物、提供異國情趣乃至補充新藝術風
格，一切高雅或獵奇的需求，儼然皆與人命及流血無關。與島田「外
地文學」理念相呼應，《文藝台灣》創刊後自我定位為「日本南方文
32 參見，島田謹二〈外地文学研究の現状〉，《文藝台灣》創刊號，1940 年 1 月，
頁 4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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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建設者33，以「外地文學」進軍日本中央文壇為主要企圖。表
面上展現了不模仿中央文壇的志向，實則並未跳脫以殖民地文學的
特殊性，供養、附庸、取媚帝國文學的姿態。因此，雖然《文藝台
灣》發行初期刊載不少充滿異國浪漫的文藝作品、素描、版畫、民
俗及采風，在太平洋戰爭發生前誌面上也無露骨協力國策的傾向；
但是該集團樹立「外地文學」、「南方文化」的職志，其實一開始便
附和了帝國日本無限膨脹的南方想像，日後終於變形為不可遏抑的
南進野心。
四、從新體制文化到大東亞文學：文學統制與文化
詮釋的裂罅
井手勇曾對《文藝台灣》集團活動四年間的走向，加以考察。
他發現該陣營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擁護國策的意識明顯強化，第一
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後擁護國策的作品顯著增加；整體觀之，《文藝
台灣》萌生文學奉公意識，開始於大政翼贊會展開新體制運動以後。
34
1940 年 7 月第二次近衛內閣成立後展開新體制運動，10 月「大
政翼贊會」成立，與原有政府官廳並存的全國性動員體系被建立了
起來，文學者也編入組織中。由於新體制運動強調「高度國防國家」
理念，重視文化的政治效用，台灣殖民地統治當局在翼贊會文化部
提倡的「地方文化」與「外地文化」等政策影響下，也開始對長期
33 《文藝台灣》創刊後曾多次表明此一宗旨；譬如，第 2 號(1940 年 3 月)、第
6 號(1940 年 12 月)〈編輯後記〉，均可見相關文句。
34 參見，井手勇《決戰時期台灣的日人作家與皇民文學》，前揭書，頁 105-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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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來採取壓抑方針的文化政策進行了調整。35翼贊文化部的新文化政
策除了影響總督府文化方針之外，對台灣文學者與日人作家也有不
小的影響，不過就個別台日人作家、或就《文藝台灣》與《台灣文
學》兩大陣營來看，其反應與影響卻不太相同。
首先，從《文藝台灣》集團的情形談起。大政翼贊會展開新體
制運動之後，《文藝台灣》陣營便開始摸索文學奉公之道。《文藝台
灣》1 卷 6 號(1940 年 12 月)、2 卷 1 號(1941 年 3 月)，特設〈新體制
文化〉)專欄，由北原政吉、新田淳、萬波亞衛、龍瑛宗、長崎浩、
黃得時等人進行有關新體制與文化問題的討論。一般而言，參與該
專欄的台、日作家都肯定新體制運動，並認為這將是促進文化發展
的良機。但是黃得時、龍瑛宗等人認為新體制之精神改造，應以發
掘台灣社會與生活中的新價值、促進長期以來被忽略的文化向上發
展為目標；新田淳、萬波亞衛則認為文學新體制是為了「文學能正
確地分擔文化方面的職責」、「在新的政治援護下受到鼓舞」，因此文
學者應有「自覺歷史使命」的態度。36在細部意見上，台灣作家對台
灣文化發展的關注，與日人作家對文化的政治責任之強調，明顯有
所不同。
〈新體制與文化〉專欄刊出同時，《文藝台灣》舵手西川滿也在
1940 年 11 月到 12 月間，在《台灣日日新報》、《台灣時報》 等報刊
上連續發表〈新体制下の外地文化〉、〈文化新体制の中間報告〉等
35 參見，柳書琴〈戦争と文壇－盧溝橋事変後の台湾文学活動の復興〉，下村
作次郎、中島利郎、藤井省三、黃英哲等編《よみがえる台湾文学：日本統
治時期の作家と作品》(東京：東方書店株式會社，1995年10月)，頁109-130。
36 引自，〈新体制と文化〉，《文藝台灣》1 卷 6 號，1940 年 12 月，頁 504-505；
2 卷 1 號，1941 年 3 月，頁 106-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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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篇議論37，儼然以文壇代表人姿態對文化新體制運動表示支持。在
〈新體制下的外地文化〉一文中，他肯定滿洲國「滿洲文話會」的
官製文藝運動，並呼籲台灣的文化團體仿效之，團結一致，「勿錯過
這千載難逢的好機會，在文化方面率先進行大政翼贊」。38
1941 年 1 月，《文藝台灣》新銳濱田隼雄也在《台灣日日新報》
上針對台灣文藝新體制問題，發表意見。他呼籲文藝者進行「自我
批判」，盡力於「職域奉公」。他認為在推動文藝團體統合的同時，
文藝人若不認真反省、對自己素來的文化觀或藝術觀加以批判，新
組織將有名無實，易於瓦解。其次，他認為文學者當中，意識到自
己的創作行為和統治台灣的根本政策有關聯(他舉例「皇民化運動」)
的人很少，因此呼籲文藝者應「把握台灣文藝的政治意義」、「把握
國家的要求」，積極開拓「新的行動領域」。39
事實證明，《文藝台灣》集團的文化翼贊、文學奉公並非紙上談
兵而已。在活躍份子的大力宣傳之外，該集團也積極主導與《台灣》、
《原生林》等六種日人為主的詩歌誌進行合作，商定日後將共同「積
極協助建設高度國防國家的文化政策」、「為樹立真正基於日本文化
精神的新的南方文學邁進」。40此外，該集團日人作家，從 1941 年 3
月開始也陸續在《台灣時報》上發表協力政策的作品，諸如濱田隼
雄〈行道〉(1941 年 3 月)、新田淳〈池畔の家〉(1941 年 5 月)、西川
37 參見，中島利郎編《日本統治期文学研究文献目録》(東京：綠蔭書房，2000
年 3 月)，頁 127。
38 引自，西川滿〈新体制下の外地文化〉，《台灣時報》1940 年 12 月號。
39 引自，〈二千六百一年の春－台湾文芸の新体制に寄せて〉，《台灣日日新報》
1941 年 1 月 3 日。
40 引自，〈各文芸誌の連繋成る－文化政策に積極的に協力〉，《台灣日日新報》，
1940 年 11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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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動力の人〉(1941 年 6 月)等，皆是有關台灣人教化、皇民化、增
產等議題，具有擁護或宣傳國策之性質的作品。
台灣文壇的戰時體制，在 1942 年中期文藝統制團體「台灣文藝
家協會」配合國策進行改組，積極揭舉「文藝奉公運動」口號之後
正式確立。但是上述跡象顯示，以《文藝台灣》集團為首的日人作
家更早就開始配合國策，主動進行自由主義文藝立場的自我批判與
文學奉公的嘗試了。如上所列，西川對「滿洲國」文藝統制政策與
日本新體制文化運動的支持；濱田對文藝者戰時精神改造的重視與
文藝政治效能的鼓吹；《文藝台灣》集團帶頭推動台灣文藝新體制的
熱忱；乃至日人作家創作方向的轉變等等，均顯示他們對推動大政
翼贊運動的近衛內閣當局期許的新文化、新文藝不僅有「正確認
識」，而且還將之當作「新的行動領域」認真加以實錢。
當日人作家對國策要求下文藝創作方向的轉換、文藝團體的統
合、文學政治效用的開發、文學者的國家使命有所自覺之際；相反
地，一批對西川滿及《文藝台灣》路線不滿的台、日人作家 (諸如張
文環、黃得時、中村哲、中山侑等人)，卻利用大政翼贊運動扶持「地
方文化」的機會，從《文藝台灣》脫退另創《台灣文學》，並企圖以
本土現實主義文藝的復興別開生面。
《台灣文學》創刊後，黃得時在《台灣文學》及《文藝台灣》
發表的〈台湾文壇建設論〉、〈輓近の台湾文学運動史〉、〈台湾文学
史序説〉以及〈娛楽としての布袋戯〉等文論，都巧妙運用了大政
翼贊運動帶動的文化振興機運，極力為事變後因皇民化運動及其他
因素遭到壓抑的本土文壇與傳統戲劇界，尋求發展空間；而其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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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多具有代表本土文壇言論立場之意味。41在《台灣文學》創刊不
久後發表的〈台湾文壇建設論〉(1941 年 9 月)一文中，黃得時認為台
灣的文學從事者有兩類，一是為登上日本文壇以台灣為壂腳石的
人；另一是完全把中央文壇置之度外，專心建設台灣文壇，關懷全
體文化發展的人。他批評前者不過是以異國情調嘩眾取寵的獨善其
身者，台灣文壇的建設必需寄望後者。接著，他從種族、環境和歷
史三方面，指出「台灣文學既不在清朝文學中，也不在明治文學中，
而具有其獨特性格」。他呼籲台灣作家必須對台灣文壇的存在以及台
灣文學的獨特性有信心，如此才能構想正確的建設方向、開創更為
嶄新的文壇局面。42很顯然地，黃得時的「台灣文學」定義與「台灣
文學史」觀點有其強烈的針對性，乃針對島田謹二「台灣的文學」、
「外地文學」論述而發。「台灣文學既不在清朝文學中，也不在明治
文學中，而具有其獨特性格」的主張，簡潔有力地揭示台灣文學與
文學史並非雜燴客體，而是具有特殊歷史傳承、獨自主體性的。
為何新體制運動展開後所帶動的文化措施調整，對台灣的文壇
會有如此不同的影響呢？這與該政策兼具日本中心主義與地方主義
之雙重性質有關。43新體制的政策指導主要來自近衛之國策智囊團體
「昭和研究會」和國民精神動員團體「大政翼贊會」。在思想與文化
方面，昭和研究會提出「文化政策要綱」，大政翼贊會文化部則提出
「地方文化新建設的理念與當前的方策」。「文化政策要綱」明白揭
示，「矯正文化之大都市中心的弊害，致力於各地域之地方文化的均
41 參見，柳書琴〈戰爭與文壇：日據末期台灣的文學活動〉(台北：台灣大學歷
史所碩士論文，1994 年 6 月)，頁 65-66、95-103。
42 參見，黃得時〈台湾文壇建設論〉，《台灣文學》1 卷 2 號，1941 年 9 月，頁
2-9。
43 當時相關論述中，常可見「文化的中央集中」或「文化的地方分散」等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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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發展」、「啟用有能力的文化人從事宣傳啟發、講求於宣傳的同時
提高國民文化手段的適當方法」等要點。發表於 1941 年 1 月的「地
方文化新建設的理念與當前的方策」，也強調站在全體國民的基礎
上，振興地方文化，創造接觸生產面的新國民文化。其要項簡要內
容為：(1)尊重鄉土的傳統與地方的特殊性，使地方文化最大限度地
發揮其特質，不單以中央文化再分布於地方為滿足；(2)矯正向來的
個人主義的文化，強化地方農村所具有的緊密社會集團關係，昂揚
鄉土愛與公共精神，發揚集體主義文化，確立地域生活協同體；(3)
矯正文化、產業、政治行政等之地域性不均衡，健全發展中央文化
與充實地方文化，並使兩者交流達成均衡。44此外，翼贊文化部對「外
地文化」也相當注重，「外地文化」屬於「地方文化」的一環。文化
部長岸田國士表示，外地文化的處理，將秉持「內外地完全無區別」、
「讓台灣立於台灣的特殊性、朝鮮立於朝鮮的特殊性」之原則。45
「昭和研究會」與「大政翼贊會」提出的文化方針，固然都是
為了發揮文化的政治效能、落實戰時日本高度國防國家建設之需
求；但是由於文化治理之基本原則從消極制壓轉為積極活用，連帶
也使得事變後以日本化為最高原則而陷於僵化的殖民地文化政策，
有了轉圜的餘地。日本內地的文化團體因此一度活絡起來46，1941
44 Wu, Mi-cha(吳密察) , ‘Kominka’ and Taiwan’s Local Culture Movement: An 
Alternative Context for the Emergence of Minzoku Taiwan, 52nd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March 9-12,2000),San Diego, California,
USA.。
45 參見，〈外地文化の問題，翼賛会文化部長岸田氏との一問一答〉，《台灣日日
新報》，1941 年 8 月 28 日。
46 在翼贊會文化部不斷鼓吹下，日本全國各地的文化人相繼組織文化團體，多
數以復興傳統文化為重要內容，一時之間鄉土主義甚為高昂。參見，北河賢
三〈戦時下文化運動〉，《歷史評論》1989 年 1 月號，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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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5 月《台灣文學》及 7 月《民俗台灣》的創刊，乃至 12 月在漢文
欄廢止政策施行四年多之後獲得發刊的漢文現代文藝綜合雜誌《南
國文藝》之出現，莫不是政策風向轉變下的現象。這也是新體制運
動文化理念具有日本中心主義與地方主義之多義性，所衍生出的結
果。
1941 年 1 月《台灣時報》之〈皇民化的指導原理特輯〉，傳達了
統治當局意圖調整先前激進的文化政策之訊息。在參與這個特輯撰
文的人士中，吳密察教授對於台北帝大政治學者中村哲47與昭和研究
會重要成員東京帝大矢部貞治教授之間的關係，有重要的發現。他
進一步指出，與昭和研究會重要成員矢部有親近師生關係的中村一
文，具有翼贊文化部地方文化運動「台灣版官方宣言」之性質。48〈作
為文化政策的皇民化問題〉一文，值得注意的重點有：一、皇民化
為台灣戰時文化政策的一環。二、「文化政策並不意味政治將指導文
化，而是指一個文化將指導其他文化走向政治的方向」。三、「得以
指導文化的政治，並不是政治本身，而應該是具有文化性格與文化
內容的政治」。四、皇民化問題就是，「一國的文化如何透過政治指
導異質的文化的問題」。49中村哲主要思考為新體制下台灣文化政策
的調整，以及皇民化運動如何徹底落實的問題。歸納其要點可以發
現，他認為日本文化若欲指導異質的殖民地文化朝國策方向發展(也
47 中村哲，日本東京市人，1937 年任文政學部政學科助教授，擔當憲法講座，
1942 年昇任教授。參見，《台北帝國大學一覽》(台北：小塚本店印刷工場)，
1937 年、1942 年份。
48 參見，吳密察，‘Kominka’ and Taiwan’s Local Culture Movement: An Alternative 
Context for the Emergence of Minzoku Taiwan〉，前揭文。
49 引自，中村哲〈文化政策としての皇民化問題〉，《台灣時報》1941 年 1 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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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使日本文化發揮「文化的政治性」)，就必須注意適當運用「政
治的文化性」。
大政翼贊運動以高度國防國家之建設為最高目的，它在新政策
中提示的「政治的文化性」概念，乃針對過去統治當局一味講求政
史的法律制度面之文化政策，進行調整。另外，地方文化振興論中
對地域文化的重視，目的也不外深入汲取、動員(就殖民地而言甚至
是搾取)地方活力與生產力，使其充分「翼贊」帝國中央戰時龐大的
人力、物質、公共論述與人心安定之需求。但是「文化政策要綱」、
「地方文化新建設的理念與當前的方策」，以及岸田、中村等人對「政
治的文化性」、「文化的特殊性」之強調，卻使原本束縛於日本中心
主義、都市主義、同化主義的殖民地文化政策，獲得了開放闡述、
保留差異的合法性。
提倡「文化的政治性」者，其目標在以地方文化護持中央文化，
而日本文化則為帝國境內諸異質文化之指導者，並未動搖中央文化
至上的前提。鼓吹「文化的文化性」者，則以促進長期被貶抑壓制
的地方文化發展為目的，因此容易萌發鄉土主義、地方主義概念。
由於地方文化論也適用於殖民地，因此被殖民者「文化復興」的企
圖便能隱藏其中。從前述台灣文學界對文化新體制的言論可見，日
人作家多著眼於「文化的政治性」之發揮，台灣作家則側重「文化
的文化性」之提倡。前者朝帝國體制附和，後者往地方主體發揮。
一方為帝國，一方為民族；或為政治，或為文化，同床異夢。
然而，新體制文化政策轉向所帶動的詮釋裂罅與文化景氣，畢
竟無法持續太久。1941 年 10 月近衛內閣總職，東條英機內閣於 12
月發動太平洋戰爭。次年 6 月，近衛時期創設的大政翼贊會在政治
理念全然不同的東條政權中遭到改組，文化部的管轄歸屬與內部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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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也受到了調整。7 月，對文化界有一定號召力的文化部長岸田國士
由於對翼贊會的官僚化不滿，同時有感於已無力於 1942 年以後思想
界全面右傾的風潮中，繼續發揮「文化統制防波堤」的任務，於改
組時請職。501942 年中期以後，隨著中途島、所羅門島戰役的重大
失利，文化戰的目標日益明確，台灣文壇在日本國內文藝統制強大
勢力的牽引，亦步亦趨。政策轉型縫隙帶給殖民地文壇的短暫喘息
與社團榮景，也隨之煙消雲散。在此之後，在文化指導、文化人動
員方面，凌駕翼贊文化運動而掌握主導性的是「文學報國」與「大
東亞文化」等運作。具體實踐則為 1942 年 5 月成立的日本文壇戰時
最高統制團體「日本文學報國會」；以及該會於同年 11 月為配合「大
東亞省」之設置，以「東亞文學者為完成大東亞戰爭及大東亞共榮
圈建設的協力方法」為議題，召開的「第一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
受到「日本文學報國會」設立的影響，1942 年 7 月「台灣文藝
家協會」遭到再次改組51，揭舉「動員台灣的文藝家，積極展開文藝
奉公運動」、「派遣文學者參加大東亞文學者大會」、「設立台灣文化
賞」、「在內地作家來台時舉辦座談會，以積極指導、推進本島文藝
運動」……等積極配合國策的事業，其中多數隨後被逐一推行。8
月，仿照大政翼贊會組織，台灣皇民奉公會中增設文化部，文化戰
時體制逐漸確立。在新的情勢中，新體制文化運動開啟的彈性治理
空間與解釋縫隙消失，在翼贊文化景氣之中同時滋長的官民不同文
50 參見，安田武《定本戦争文学論》(東京：朝文社，1994 年 5 月)，頁
61-65。
51 大政翼贊運動開始後，台灣文壇配合新文化政策以及「日本文藝中央會」的
成立(1940 年 10 月)，於 1941 年 2 月起首次進行文藝統制，官製「台灣文藝
家協會」誕生。不過協會成立初期，文藝統制行動並不積極，1942 年改組以
後才日漸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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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思維，也在政策活絡效應消退之後面臨了共存的極限。文化戰與
文化甦生之間的拉鉅戰，也逐漸走向文化戰全面主導的一刻。「文學
報國」方向明確化的結果，導致「地方文化振興論」中「文化的文
化性」的追求及「文化地域主義」的企圖，快速瓦解。
1942 年 11 月「第一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召開後，文藝統制政
策更趨嚴整。大東亞文學者大會討論的議題有：「為完成大東亞戰爭
的目的，共榮圈內文學者的協力方法」、「大東亞文學的建設」、「大
東亞精神的樹立」、「大東亞精神的強化普及」、「藉由文學融合思想
與文化的方法」等。台灣文學家協會派遣西川滿、濱田隼雄、張文
環、龍瑛宗四位作家赴日參加。與會作家返台後，除了在報刊雜誌
上發表感想，更在文藝家協會策動下於島內展開多次演講，宣傳大
會理念。52在文藝刊物方面，文藝台灣社首先對大會精神有所回應，
雜誌卷頭表示：「現在要求的文學，不是把台灣地域的特殊性過重評
價、自我封閉於狹小氣宇之不成熟文學，而是具有大東亞文學一支
的氣宇與魄力的大文學」。53此外，濱田隼雄表示大會最大的成果，
就是「明確地指出了文學的正道」，也就是「要創造出基於大東亞精
神的文學」。54「台灣文藝家協會」會長矢野峰人也認為大會確立了
今後日本文學的進路，同時指示了本島文學的方向，開啟「台灣文
學的黎明」。55
由此可見，隨著文學報國觀念的提倡、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的召
開，戰時台灣的文藝統制方針逐漸從抽象的「地方文化建設」，走向
52 參見，柳書琴〈戰爭與文壇：日據末期台灣的文學活動〉，前揭文，頁 140-141。
53 引自，〈巻頭語〉，《文藝台灣》5：3，1942 年 12 月，頁 5。
54 引自，濱田隼雄〈大東亜文学者大会の成果〉，《台灣文學》3：1，1943 年 1
月，頁 63。
55 參見，矢野峰人〈台湾文学の黎明〉，《文藝台灣》5 卷 3 號，1942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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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東亞文學建設」的全新階段。而如同前一階段，日人作家對此
仍相當熱心，站在第一線挺身支持新方向，但是多數台灣作家仍顯
得意興闌珊。譬如，參與大東亞文學者大會歸台後，張文環竟曾公
開表示，「關於大東亞文學家大會的印象記，也被逼寫過幾次，也演
講過十幾次，我已經討厭再開口講它哩！」此時他仍口口聲聲談論，
「提昇地方文化有其必要性」的老調，或者「以往是東京為中心，
但是這一次大東亞戰事爆發以來，亞細亞的文化中心點是日本，因
此，當然以東京為中心沒錯啦，但是觀念必需改為全日本為中心才
行」之類的多中心說，對大會提示的文藝新方針置若罔聞。56
台灣的文學者被派遣參與「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無異宣告台灣
與朝鮮、「滿洲國」、蒙疆、南京政權等殖民地及占領區文壇，均屬
日本文壇領導下的「大東亞文壇」一支之事實。而「大東亞文學」
一詞被明確提出並傳播到殖民地與占領區，更意味了建設以完成「聖
戰」為目的之「大東亞文學」、「大東亞文化」，此時已成為文學者不
容迴避的職責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補強新體制運動的弱點，將戰
時文藝統制與文學奉公運動，明確推向「文學報國」、「作家動員」、
「共榮圈建設」的另一高峰。與此趨勢相應，殖民地文壇中不論日
人作家的「外地文學」或台灣作家的「台灣文學」，都必須在「大東
亞文學」的新原則下，進行另一波名稱、題材、風格、意識型態、
文藝議題與作家態度的再改造。在這樣的背景下，原本就充滿競爭
緊張關係與意識型態分歧的台、日人作家，對殖民地文壇主體與文
學史詮釋的爭奪，自然也就更趨白熱化了。
56 參見，張文環〈内地より帰りて〉，《台灣文學》3 卷 1 號，1943 年 1 月。譯
文轉引自，陳萬益編《張文環全集》卷 6（豐原：台中縣立文化中心，2002
年 3 月），頁 134-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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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糞現實主義論戰與「皇民文學」的誕生
台、日人作家文學主體與歷史詮釋的爭奪，在 1943 年的「糞現
實主義論戰」達到巔峰，其結果便是「皇民文學」口號的誕生。
「糞現實主義論戰」的背景、經過及論爭內容龐雜，是戰爭期
最重要的文藝論戰，也是日據時期台灣文壇上的最後一個論戰。戰
時兩大文藝集團之意識形態競爭淵源久矣，「外地文學」與「地方文
學」論述已有較勁之意；而大政翼贊運動後台灣作家在文學奉公、
文學報國、大東亞文學建設方面顯露的消極態度，更醞釀了日人作
家的不滿。1942 年 11 月第一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召開之後，對
於作家意識形態與創作內容的要求日趨嚴格，文壇氣氛更形緊張。
在此背景下，1943 年 3 月台灣總督府皇民奉公會第一屆「台灣文化
賞」頒獎的次月，以評委之一台北帝大教授工藤好美57〈台灣文化賞
與台灣文學〉一文對張文環、濱田隼雄兩位得獎作家現實主義創作
之懸殊評價為導火線，終於引發了不同民族、立場與文學意識形態
的作家，對戰時文學典範的爭論。
從 4 月濱田隼雄〈非文學性的感想〉開始，戰火以《台灣文學》、
《文藝台灣》兩大文藝誌為中心向外延燒。一直到 8 月間，雙方人
馬在《文藝台灣》、《台灣文學》、《台灣時報》、《台灣公論》、《興南
新聞》文藝欄等多處往復論辯。此後，筆戰稍緩但對立仍在，反映
於 9 月厚生演劇研究會與藝能文化研究會的拼台、陳火泉〈道〉與
王昶雄〈奔流〉之皇民議題競寫，乃至 11 月台灣決戰文學會議文學
57 工藤好美(1899-?)，日本大分縣人，早稻田大學英文系畢業，曾任富山高等學
校教授，1928 年台北帝大創立時擔任文政學部助教授，教授西洋文學、英文
學，直到日本統治結束。參見，《台北帝國大學一覽》，1928 年份。在台期間
與台籍作家張文環、呂赫若、龍瑛宗、吳濁流、王白淵等台灣作家，交往密
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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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誌存廢問題的對立各方面。捲入的作家，上至工藤、西川、濱田、
楊雲萍、張文環、呂赫若、楊逵、林精鏐、吳新榮等中壯代，下至
新生代的葉石濤、世外民、陳火泉、王昶雄，乃至演劇界人士，可
謂牽連廣闊。論戰中西川、濱田、葉石濤等人先後撰文批判台灣作
家的現實主義為惡俗、扒糞式、帶有普羅文學遺風、無視時局動向
的「投機文學」、「糞現實主義」；反之極力提倡協力國策、回歸日本
古典傳統的「皇國文學」、「皇民文學」。此舉引發楊逵、吳新榮等台
籍作家反駁。高舉「擁護糞現實主義」的他們則認為，台灣的外地
文學及浪漫主義文學內容貧乏，而反映沈重殖民地現實的現實主義
文學，不但有深厚社會意涵，也肩負著探索社會光明的使命。
論戰議題初時環繞於浪漫主義／現實主義、本土文學／外地文
學之爭，後來惡化為文學派系與作家意識形態之攻擊。西川、濱田
提倡的「皇民文學」，附和天皇制國家意識形態、戰爭擴張思想以及
大東亞文藝理念，同時暗藏清理帝國境內殘餘左翼文藝傳統之台灣
現實主義文學之意圖，其結果加速了總督府文藝統制的推動，使本
土文壇艱難維續的殘存自主空間遭到吞沒。12 月間《台灣文學》終
於遭到當局命令停刊，被《文藝台灣》強行合併，並改由台灣文學
奉公會發行。戰時兩大民間文藝誌雙雄並峙、相互競爭的文壇，至
此風流雲散。因此，論戰雖以典範之爭為表相，實則為殖民地戰時
文化統制暴力性的一環，可視為官方系列收編本土文壇的最後一
役。58
如上所述，「皇民文學」一詞誕生於文學者回應台灣文學賞作家
品評問題而引發的「糞現實主義論戰」中，有其特殊脈絡。接著，
58 參見，柳書琴《荊棘的道路：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前揭書，頁
332-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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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進一步要追問何謂「皇民文學」？歷史現場中的「皇民文學」
一詞，其原有指涉是什麼？
井手勇在其《決戰時期台灣的日人作家與皇民文學》一書中，
曾針對張文環、神川清、陳火泉、周金波等人「皇民文學」相關論
述逐一加以分析，藉此對當時「皇民文學」的概念進行歸納，並且
得出當時作家有關「皇民文學」的概念有廣狹二義之結論。其主要
見解，如下表所示：
作家意識 主 題 目 的
廣義 皇民 有關戰爭與皇民化的各種題材 使大東亞戰爭獲勝
狹義 皇民 有關皇民化的題材 解決皇民化的問題
井手認為：「皇民文學」的先決條件，在於作家有無「皇民意識」。
由於在台日人的「皇民意識」與內地日本人持有的「日本人意識」
不盡相同，是受到殖民地「皇民化運動」的連帶影響而產生的一種
特殊意識。因此他認為，以作家是否具備「皇民意識」來判斷作品
是否為「皇民文學」時，台人作家的作品很難定論；但是，在台日
人作家所寫的相關作品，卻「毋庸置疑，是不折不扣的皇民化文學」。
59
井手勇有關「皇民文學」的定義探討，係採用意圖推測與題材
分析之方法進行，於廣泛調查當時台、日作家戰爭題材與皇民題材
之創作之後，歸納出「皇民文學有廣狹二義」以及「台人作家的皇
民文學與日人作家的皇民文學之分」的見解。該論文嚴謹廣泛的文
59 以上觀點與表格，參見井手勇《決戰時期台灣的日人作家與皇民文學》，前揭
書，頁 171-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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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調查與題材分類之貢獻，有目共睹；然而，基於以下理由，其觀
點仍有待商榷。
第一，「皇民文學」名稱及概念的出現雖在 1943 年，但蘊藏蘆
溝橋事變以來文壇質變的漫長演變。如前所述，在文壇生態方面，
牽涉到不同族裔與立場的作家對文學史的不同想像及對文壇主導權
的競爭；在文藝政策方面，則從皇民化禁壓主義→地方主義彈性運
作→以文學報國為圭臬→作為大東亞文學之一支等，經歷不同階段
文藝治理概念與文學統制政策的影響。換言之，作為決戰時期台灣
最後一個誕生的文學新名詞，「皇民文學」這種文學新品類、新典範，
具有將殖民地文壇「外地文學」、「台灣文學」分歧現象集中於「文
學報國」方向予以統合，以便在「大東亞文學」的最高原則下，進
一步促進文壇統制與作家改造之企圖。因此，「皇民文學」不是一種
普通文藝演進現象，而是帶有特定政治目標的官製改造運動。
第二，「大東亞文學」的成立，與明治時期以來日本帝國猛烈的
擴張，以及臻於顛峰的昭和前二十年大東亞共榮圈的軍事侵略相
應。其組成以日本文學為首，還包括台灣文學、朝鮮文學、「滿洲國」
文學、中國淪陷區文學，及其他南方、南洋新占領地文學。其中除
了日本文學得以國族文學(文學＝民族、國語)稱呼之外，其他殖民地
／占領地文學都依它們在日本帝國中被標榜的政治文化神話，被賦
予各種去除國族象徵的替代稱謂。譬如，在高舉「王道樂土」的「滿
洲國」以「建國文學」稱之；在中國占領地以「和平文學」、「國民
文學」稱之；殖民日久的台灣與朝鮮則以「皇民文學」或「皇國文
學」稱之。因此，「皇民文學」一詞不僅教示「台灣／日本」兩者之
間的(應有)關係，還置入性地行銷了「帝國／地方」的共榮圈構圖。
在暴起的大東亞政治構圖中，以強調忠誠性、馴化性為其(應有)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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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台灣)皇民文學」，與其它的“帝國製文學”被迫組構出非歷史性
的血緣關係，並意圖以此新名稱淡化蘊藏國族象徵與地方主義意涵
的「台灣文學」一詞。
第三，「皇民文學」作為「大東亞文學」一支，顯露了「大東亞
共榮圈」政治運作對殖民地台灣的文化標榜與未來期待。帝國對戰
時台灣的要求，在軍事上從初期的「南進基地」到後期的「不沈的
航空母艦」；在政治上，從強調皇民化之同化層面的激進同化主義，
過渡到強調國民報國實踐的皇民奉公運動。「皇民文學」就是因應軍
事、政治需求，在文化領域之文學部門所衍生出的精神動員機制之
一。皇民化運動的核心性質為戰時認同改造，僅施行於台、朝等殖
民地；日本國民為理所當然的「皇國臣民」，在國族認同上不需經過
特別「鍊成」，因此日本內地無此項運動；類似的國民精神運動或國
民報國實踐，則以「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大政翼贊運動」或「奉
公運動」稱之。既然殖民地文化動員與認同改造乃以被殖民者為對
象，因此「皇民文學」的宣導對象與從事「皇民文學」的主體，自
然也就是台人作家；日人作家雖有牽涉，卻是以政策的附和者、倡
導者、協力者或指導者等不同姿態介入。兩者之基本差別，不可混
淆。
綜合上述三點，井手勇區分「台人作家的皇民文學」及「日人
作家的皇民文學」，在「對象」上有所不宜。儘管在台日人作家受到
台灣皇民化運動影響，而且確有作家嘗試以台灣人的皇民化問題進
行書寫，但是他們筆下有關戰爭與皇民化的題材，仍應以日本的「戰
爭文學」視之較為恰當。60而既然皇民文學不包括在台日人作家書寫
60 依據這些作品對殖民地戰時特殊社會的反映，或許可以稱為「日本殖民地的
戰爭文學」。
40
的戰爭文學，那麼「皇民文學」便無廣義狹義之分，而是專屬台人
作家的一種文學異象。61
無論如何，井手勇皇民文學研究仍然有其高度參考價值，其中
最為精采之處，在於他詳盡闡述了「皇民文學」一詞從提出到固定
化的過程，以及指出了《文藝台灣》集團在這個過程中的介入與操
作。62依他的考察，「皇民文學」一詞約莫出現於 1943 年 4、5 月間，
由日人作家率先提出，提出場合如下：(1)〈梅月消息〉 (《文藝台灣》
5：6 編後記，1943 年 4 月 1 日)、(2)田中保男〈我的想法：為了台灣
的文學〉(〈私は斯う思ふ：台湾の文学のために〉，《台灣公論》1943
年 5 月號)、(3)西川滿〈文藝時評〉兩則(《文藝台灣》6：1，1943 年
5 月 1 日、《文藝台灣》6：2，1943 年 6 月 1 日)。他認為：「皇民文學」
出現之初，概念籠統，似乎只意味「皇民」所寫的文學。1943 年 7
月台人作家陳火泉的小說〈道〉(《文藝台灣》6：3，1943 年 7 月 1
日)發表後，經由《文藝台灣》集團的吹捧，其意義才逐漸明確和固
定。〈道〉發表後次月(8 月)，《文藝台灣》集團公開以「皇民文學」
為其後路線的標語，並以「建設本島皇民文學」為目的設置「文藝
台灣賞」。該集團新銳作家周金波 8 月參與「第二屆大東亞文學者大
會」時，也以〈皇民文学の樹立〉為題進行發言，使皇民文學的口
61 井手勇上述「不折不扣的皇民化文學」一說，流露出有良知的日籍研究者勇
於檢討歷史的態度。而筆者指出「皇民文學為專屬台人作家的文學現象」，目
點不在追究罪行，而是希望透由指出帝國主義官製文學的生產過程，呼籲回
到歷史脈絡探討文學發展問題的角度，避免後人繼續以錯誤的「皇民文學」
認識，胡亂點名，籠統評價，混淆對於台灣文學發展的認知，以及身處艱難
歷史時期之前行世代眾人的堅持與努力。
62 井手勇的研究超越了過去不做脈絡研究便大談何謂皇民文學的諸多研究，應
予高度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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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化、標示化，更廣泛為島內外(甚至共榮圈)作家所認知。63經過口
號提倡、論戰迎敵、示範創作以及帝國層級議題化的各種摸索演練
之後，「皇民文學」到了同年 11 月「台灣決戰文學會議」召開時，
已經成為台灣文學界的普遍用詞了。
由上可見，「皇民文學」乃以台灣作家、文藝地方主義、現實主
義書寫典範為改造對象；「皇民文學」是由服膺改造的台灣作家所生
產出來的文學。故而，「皇民文學」是一種人為的政治製作，而非自
然的文藝演化。也因此，檢討「皇民文學」的製作過程、預設目的
及政治效果，比追究「誰是皇民作家」、「何者是皇民文學」，或追討
「皇民作家」的責任，更為首要。欲掌握問題的關鍵，仍應回到「第
一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之後台灣官方的文藝統制政策談起，「皇民
奉公會第一屆台灣文化賞」頒獎典禮中長谷川清總督的致辭，可見
其端倪。此一文化賞的設置目的，在獎掖官方期許的台灣皇民文化
64，長谷川總督(亦即皇民奉公會總裁)如此訓示：
藉此機會特別想說的，就是國家民族的最高目標集中在建設
高度國防國家一途的現在，已不能允許關在藝術至上主義。
也就是說，事到如今不應該有為藝術的藝術或為文化的文
化，而一切藝術和文化應該邁向國家民族永遠的大理想，努
力於陶冶人格以及昂揚國民士氣，將其精華發揮到最高限度
才對。65
63 參見，井手勇《決戰時期台灣的日人作家與皇民文學》，前揭書，頁 164-169。
64 參見，〈梅月消息〉，《文藝台灣》5：6，1943 年 4 月，頁 122。
65 〈台湾文化人の最高栄誉第一回文化賞授予式挙行〉，《台灣日日新報》，1943
年 2 月 12 日。轉引自，井手勇《決戰時期台灣的日人作家與皇民文學》，前
揭書，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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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文化賞乃 1942 年中期台灣文壇戰時體制確立後，標列的重點文
藝事業之一；然而 1943 年 2 月該獎頒佈時，台、日人作家中的「為
藝術而藝術」或「為文化而文化」等文藝路線，在統治層峰公開宣
示「國家民族大理想」的原則之後，都喪失了存在的合法性。長谷
川清的訓示，可說是文藝統制再強化的重要風向球。
緊接在文化獎頒佈之後，4 月 29 日「台灣文學奉公會」在皇民
奉公會之下設立，先前的文藝統制機構台灣文藝家協會遭到解散。
依「皇民文學奉公會」工作要綱可以發現，製作並指導符合國策的
新文藝、推動新文藝政策、培育新人、以新文藝協助國策宣傳、以
文學貢獻於皇民化及南方文化建設……等，為該會設置宗旨。66歸納
其宗旨，「台灣文學奉公會」透過新人、新文藝、新政策等系列要綱
意圖達成的運動目標，盡在「皇民文學」一語中。前述出現於 1943
年 4 到 6 月間田中保男、西川滿等人對「皇民文學」、「皇國文學」
之倡導，正反映了日人作家或日人為主的文藝集團，對總督文藝訓
示、新統制機構及文藝政策的快速體察與高度扈從。簡言之，「台灣
文學奉公會」是戰時文壇的最後一個統制機構，「皇民文學」則是統
制最高峰時誕生的文藝統制原則。在總督訓示及「台灣文學奉公會」
宣揚貫徹「皇民文學」新方針的大背景下，必然掀起另一波更為名
正言順的文藝人及文壇體質改造運動。糞現實主義論爭便是這場改
造鬥爭外顯的一個片面，而皇民小說則可說是統制當局的最初戰果。
66 「台灣文學奉公會」揭舉的多項工作要綱中，有「透過文學宣傳國策」、「協
助文藝政策之樹立及推行」、「協助對外文化事業，尤其南方文化事業」、「確
立身為皇國文學者的世界觀」、「以文學昂揚皇民精神」、「以文學提高身為皇
民的教養」、「使文學作品的製作、發表適當化」、「培育新進文學者」……等，
明確揭示文藝統制新方向的諸要項。參見，〈台湾文学奉公会初代会長山本総
長〉，《台灣日日新報》，1943 年 4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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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格而論，所謂的「皇民文學」有其出現於日據末期特定的政
治設計背景，其範圍應以 1943 年「皇民文學」名稱及爭議出現之後
的「皇民化議題」書寫為主；其先決條件不僅在「作家有無“皇民
意識”」，更應以「作家是否有“皇民文學意識”」為判準。能夠掌
握這些根本要點，才能明白何以陳火泉的〈道〉被西川等人視為令
人驚喜的皇民文學加以推薦，而更早刊載於《文藝台灣》上的周金
波〈水癌〉、〈志願兵〉等作品，卻沒有讓西川及時人以「皇民文學」
稱之。回歸官製文類產生的時期以及迎合意識的有無等基本條件來
考察，台灣實在沒有幾位皇民作家。陳火泉 1943 年以後推出的諸創
作（包含〈道〉及〈張先生〉等），是「不折不扣的皇民文學」；周金
波的作品應視為「皇民議題文學」；而王昶雄小說〈奔流〉則不該有
是否為「皇民文學」的爭議。疑義之所以產生，或許在於作家對「皇
民文學」有清楚意識，並意圖以同樣議題的逆寫對強制性典範提出
質疑，因此帶有某些易於混淆的外部特徵所致。此外，在意圖以競
寫方式對「皇民文學」提出批評的同時，無可諱言地也同步產生了
承認並鞏固「皇民文學」的一些意外效果。
六、結論
戰爭期文壇，是台、日人作家第一次真正擁有較為廣闊的文藝
共同地盤的時期；但是，由於戰時文化界的特殊狀況以及文藝者之
間相異的民族、政治與文藝立場，此時也是台日人文學勢力消長競
爭的白熱化階段。在台日人作家逐漸成熟的集體文化意識，與台灣
作家中興新文學運動、維護地方文化主體的企圖，在戰時文壇的不
同政策階段相互較勁；加之他們對文學統制政策的不同應對，以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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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階段的文學論述與創作活動，充滿文壇主體與歷史詮釋權爭奪
的火藥味。
1937 年 7 月的蘆溝橋事件、1940 年 10 月近衛內閣大政翼贊運
動之推行、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戰爭的爆發、1942 年 11 月大東亞文
學者大會的召開、1943 年 4 月台灣文學奉公會的成立……等重大歷
史事件，一再刺激著台灣統治當局及認同統治意識型態的日人作家
產生爭奪台灣文壇主體與歷史詮釋權的迫切感。一時間，「台灣(的)
文學」、「地方文化」、「皇民文學」、「糞現實主義」，成為台、日不同
意識型態文藝者各自表述、爭執不休的焦點。
日本統治者與在台日人作家倡導「皇民文學」有其背景與必要
性，不容被過度寬泛認定或詮釋。「皇民文學」與其說是一種現象，
不同說是一種政策，它的出現象徵戰時文壇一系列主體改造與歷史
詮釋變革的高潮。與皇民劇等更早啟動的其它文化部門的改造相
比，「皇民文學」是官方統制伸向台灣意識最強固的陣地，所進行的
戰時台灣文化界改造的最後一波工程。
台灣作家以「文化啟蒙」、「文化向上」為目標，建設本土文壇
的文藝運動，從 1920 年代新文學運動萌芽以迄戰爭期各階段，並沒
有太大改變。然而，日人作家的文化使命感卻隨著戰爭體制的擴大
而膨脹、變質。西川、濱田、島田等在台日本文化人，面對中央文
壇時渴望掙脫外地文壇追隨模倣的亞流宿命，面對殖民地文壇時又
企圖成為其他族裔文學的掌控者和指導者。在內外野心與雙重焦慮
的夾擊下，「在台日人文學」沿著「外地文學」、「大東亞文學」一路
下墜，變成文學奉公、文學報國、皇民文學、大東亞文學等官方文
藝政策的扈從者，最後終於無法從法西斯主義的文化狂宴中抽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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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結果非但未能締造新的外地文化，反而完全失去了文化人的自
我，失去了文學，也徹底失去了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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